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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和应用是缓解能源相关环境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作为中国的经济和创新中心之一，在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及碳

减排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本文基于2010—2022年清洁能源专利转让数据，开展大湾区本地、跨

区域及跨国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不同空间路径特征分析，并采用STIRPAT模型探讨其对区域减

排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规模波动上升，转移模式以“城内

集散型”为主，转移网络由单核驱动到双核驱动再到多中心互动；② 大湾区跨区域清洁能源技

术转移日益活跃，与本地转移规模的差距缩小，转移模式由集聚向扩散转变，技术对外需求的

地域范围从长三角城市群向京津冀城市群转变，对外扩散则由东中部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向

海西、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等西部城市拓展；③ 大湾区跨国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规模相对较小，但

其活跃度逐渐提升，形成以香港—深圳为核心的转移网络，互动对象更加多元；④ 清洁能源技

术转移对大湾区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特别是本地及跨区域的城际技术转移，而跨国技术

转移的减排效应尚不显著。本文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空间路径、特征及

其减排效应，可为制定区域低碳政策和促进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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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技术是世界各国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挑战、实现碳中和目标和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1]。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报告指

出，得益于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2023年全球与能源活动相关的碳排放

量增幅呈现降低态势[1]。同时，后疫情时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和产业也是全球经济

“绿色复苏”的必然选择。标普全球商品洞察的预测显示，全球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到2030

年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届时全球将进入清洁能源技术引领的新工业化时代[2]，经济发展

模式从能源资源依赖型向能源技术依赖型转变[3]。然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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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技术的公共物品属性强、研发周期长、投入产出效益低、经济环

境双重外部性突出等特征，使得独立开展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困难重重[4]。此外，区域间技

术发展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区域“绿色鸿沟”，发达地区在创新资源、创新效应等方面

占据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地区则相对滞后[5]。

在此背景下，技术转移成为一种可以快速实现技术推广的有效途径[6]，特别是通过

“引进—吸收—扩散—再创新”的模式，欠发达地区可以显著降低研发成本、规避研发风

险和克服技术壁垒[7]，从而提升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能力[8]，弥补区域间技术差距[9]。近年

来，学术界对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关注度日益上升，相关研究聚焦于过程解析、空间效

应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并取得了积极进展。首先，在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过程特征分析

方面，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S”型曲线规律，大量研究对技术扩散的时间和接纳者数量

等过程特征开展了研究分析[10]；博弈论、系统动力学等模型被广泛使用[11-13]，用于解析技

术转移动态演变特征和内在机制。其次，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地理扩散特征和空间溢出

效应成为关注焦点[14]。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复杂网络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探讨清洁能源

技术空间扩散的竞争格局[15-16]、空间溢出效应[17-18]、空间关联网络[19-20]与区域空间结构

等[21-22]，较好地揭示清洁能源技术在不同区域间的动态扩散特征和互动模式，为理解清洁

能源技术转移的地域特性提供重要依据。此外，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驱动因素日益成为

学界关注的重点[10]。学者们通常采用因素分解模型、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经济与

产业基础、技术特性与势差、转出与吸收能力、市场与政策规制及地理距离邻近性等因

素对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影响[10, 23-24]。特别是，技术转入地的技术吸收能力被认为是清洁

能源技术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直接影响技术转移的效果，并决定外部技术能否内化为

本地新质生产力。

然而，面向更高质量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和推广应用发展，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

不足。首先，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多元模式、具体路径和环境效应等，仍需要进行深入

的挖掘，尤其是清洁能源技术的转移如何具体影响碳排放的探讨[25-26]。其次，现有研究大

多聚焦于全球尺度的南南合作与南北互动[27-29]，而对于区域层面技术转移的减排效应探讨

相对有限。特别是在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特殊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研究更是相

对匮乏。尽管有研究从邻近性角度，对大湾区的知识创新和转移进行分析[30]，但从技术

转移内容和应用角度看，相关研究仍较为欠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大湾

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技术转移的整体分析层面[31]，而从清洁能源这一特殊领域的技术转

移研究相对有限，相关研究结果对大湾区建设绿色低碳湾区示范性与指导性尚显不足。

二是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尚待明晰，尤其是从不同空间路径探讨清洁

能源技术在跨国、跨区域、本地等多尺度视角下进行技术转移及其环境效应的差异性相

对匮乏。技术转移能够通过加强知识流动、促进知识吸收与扩散、提高再创新能力、强

化转移双方合作等途径提高城市的环境绩效。而缄默知识、标准差异、国际风险等“摩

擦力”会造成跨国、跨区域、本地技术转移的路径模式及效应的差异性。转移双方的知

识差异过大，则“摩擦力”造成的成本过高，在技术应用与创新层面难度加大；转移双

方的知识过于相近，则主体行为模式固定而削弱技术转移的效应，不利于新知识的引入

与创新。

因此，如何科学地选择适当的路径或路径组合来引进技术，以最大化技术转移的效

应，亟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技术转移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与本地

知识吸收、技术扩散及环境改善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区域能源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

宝贵启示。为此，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典型研究区域，深入分析2010—2022年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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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跨区域、跨国等不同空间尺度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空间特征，并采用STIRPAT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模型进一步

评估其在不同空间路径下获取清洁能源技术对碳减排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的差异性。

本文通过揭示大湾区清洁能源创新空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减排效应，为大湾区科技支撑绿

色低碳湾区提供重要参考。

2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路径及其减排效应的理论框架

城市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内部的知识基础和研发投入，更受

益于外部的创新溢出效应。这种创新溢出，既可能来自同一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或企业，

也可能跨越更广泛的地理空间。实际上，除了少数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上具有显著优势

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外，大多数城市或区域都需要通过获取外部的清洁能

源技术来弥补本地的技术供给不足[24]。为了更加全面地揭示区域清洁能源技术的流动性

质，相关研究通常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单元，从技术扩散和技术集聚两种方向来开展分析

（图1）。从技术集聚角度，若城市从本区域内部获取的清洁能源技术数量大于从区域外部

获取的清洁能源技术量，则为内源型；反之，为外源型。从技术扩散角度，若城市向区

域内部转移的清洁能源技术量大于外部，则为内给型；反之，则为外给型[22]。对于技术

扩散城市而言，技术的流出在促进经济增长、剥离冗余知识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而对

于技术受让城市，即技术集聚城市，外部技术的引入能够优化本地创新能力、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18]。

同样，技术的流动方向对城市碳减排作用机制具有显著差异性。在清洁能源技术从

扩散城市转移出去之前，它作为该城市的清洁技术存量对当地的碳排放减少做出贡献。

然而，一旦技术发生转让，即专利权属变更后，原有的减排效应不再对扩散城市产生直

接影响，而是转移到受让城市，成为其技术增量[32]。在受让城市中，这些引入的清洁能

源技术可以通过在产业链上“点”的嵌入，催化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节能减排技

术的应用。这种技术转移的“点”效应逐渐形成“链”的集群效应，在受让城市的创新

链、生产链、服务链拓展，从而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33]，最终显著

降低碳排放。然而，受让城市要实现通过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促进减排的目标，关键在于

能否内化吸收引进技术并提升本地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水平[34]。这意味着仅仅引进技术是

不够的，还需要考虑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能力以及引进技术与本地经济、社会、环境

等要素的匹配程度。如果引进与本地条件不匹配，那么技术引进很难转化为实际能源效

图1   基于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城市类型划分框架图
Fig. 1   Framework for classifying city types based on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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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提升实现减排[35]。为此，可以进一步采用Dietz等提出的STIRPAT模型框架[36]，来阐

述以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为核心的多维因素约束的城市碳减排框架（图2）。STIRPAT框架

是在Ehrlich等提出的经典I = PAT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细化[37]，其中I（Impact）为环境

影响，P （Population）为人口数量，A （Affluence）为人均富裕度水平，T （Technology）

为技术水平。该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口、经济和技术等因素对环境的影响。

在STIRPAT研究框架下，以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为代表的技术水平对地理空间距离表

现出一定的敏感性[38-39]。这一现象在地理学中被广泛讨论，尤其是在有关知识溢出和区域

创新系统的研究中[40]。近距离的地理邻近性通常被认为有助于知识的非正式交流和共享，

促进技术的快速传播和应用[41]。然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距离的限制逐渐

被削弱，跨区域甚至跨国的技术转移变得更加频繁[42]。这种不同空间尺度下的技术转移

所引发的效应差异，引发越来越多的学者讨论。一部分学者强调外域新异知识的引入对

本地创新的重要性[38, 43-45]。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外部知识，特别是那些与本地知识基础

存在相关性的知识，能够丰富本地知识池的多样性，避免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的风

险[46-49]。例如，Teng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对降低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具有显著

效果，而国内技术引进的影响相对有限[50]。这一发现支持了“外来知识优势论”，即外部

知识由于其新颖性和异质性，能够为本地创新带来突破口。然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不

同的观点。他们从制度经济地理和关系经济地理的角度出发，强调本地化知识的优势，

认为本地技术转移更易适配本地应用场景，符合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市场需求[51]。随

着国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本地技术更具备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52]。尤其是在清洁能源领域，技术的有效应用往往需要与当地的自然条件、

产业结构和政策环境相结合。本地技术提供者对这些因素具有更深入的理解，因而能够

提供更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对地区环境改善的功效并不亚于国外引进的技术[53]。此观

点强调了“本地适应性优势”，即技术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本地环

境的契合程度[54]。

此外，基于STIRPAT模型框架，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协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

进程、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共同作用城市碳减排。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

平作为衡量地区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对清洁能源技术传播与应用具有显著影响。经济

图2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及其减排效应理论分析框架
Fig.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its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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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通常具备更强的财政实力和市场需求，能够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清洁能源技术的

研发、引进和推广[55]。这些地区往往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有更高的认识，更愿意接受并

应用清洁能源技术。同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意味着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

套，为清洁能源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进一步促进技术的落地与减排效果

的发挥[56-57]。其次，城市化进程在推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对清洁能源技术的传

播与应用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城市化推动了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58-59]，特别是建筑能

耗和交通用能的增加，这为清洁能源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城市化进程中

的人口和资源集聚也可能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60-61]，促使地区更加重视清洁能源的发

展。因此，城市地区往往成为清洁能源技术推广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城市化也带来

了土地利用紧张[62]、基础设施改造难度大等问题[63]，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本地适应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需要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的双重努力。此外，产业结构是影响清洁能源技

术传播与应用的关键因素之一。以重工业为主的地区面临传统能源消费量大与环境污染

严重的双重压力[64]，对清洁能源技术的需求更为迫切。相比之下，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为主的地区，其产业结构相对清洁[65]，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接受度更高，技术转移和

应用的过程更为顺畅。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还会影响能源消费模式和能源需求结构[66]，

进而影响清洁能源技术的市场潜力和减排效果。最后，对外开放程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地

区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紧密程度，还间接反映了该地区获取并应用国际先进清洁能源

技术的能力与潜力[67]。通过对外开放引进的技术可能面临本地适配等一系列挑战，这些

挑战包括技术适应性、操作和维护的复杂性以及与本地产业链的兼容性等。这些因素不

仅增加了技术应用的难度，还可能导致额外的成本负担，从而限制外部技术在本地的推

广和应用，削弱其对碳减排的贡献。

3   数据来源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专利是有效衡量技术的重要指标，专利变更和交易是目前主要的技术转移方式。本

文在测度城市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过程中，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推出的国际专

利分类绿色清单工具（IPC Green Inventory）中的技术分类体系，并选取其中的可替代能

源生产（Alternative Energy Production）部分作为筛选清洁能源技术的依据（表1）。这一

分类涵盖了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燃料电池、地热能、非燃烧热能、水能、废弃物

能源和余热能共9类清洁能源技术。基于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通过识别专利转移法律

状态中转让人、受让人地址及其专利转移登记生效日，提取2010—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

本地、跨区域以及跨国清洁能源专利转移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10—2022年大湾区发

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共计9603件。在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中，太阳能技术占比最高，占大

湾区总量的47.43%，其次是废弃物能源 （12.44%）、生物燃料 （11.92%）、燃料电池

（11.31%）等清洁能源技术。

城市碳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Carbon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 CEADs）以及IEA能源数据库。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统计公报。受数据限制，碳排放数据以及社会经济数据选

取年份为2010—2020年。

3.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将城市获取清洁能源技术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纳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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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PAT回归模型中，同时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城市碳排放水平的变量，进而评估清洁能

源技术转移对碳排放的影响。具体地，取对数后的基准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lnCIit =∑
i = 1

5

αi ln Xikt +∑
j = 1

4

βj ln CXjkt + c0 + vi + δt + εit （1）

式中：CI为城市CO2排放强度（简称碳排放强度）；X为解释变量集，反映大湾区城市清

洁能源技术受让情况；CX为控制变量集；i代表城市；t为时间；k是解释变量；j是控制变

量数；αi、βj分别代表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待估计系数；c0为常数项；vi为个体固定效

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清洁能源技术的传播和应用过程对地理空间距离表现出一定的敏感性，本文

细化了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空间指标体系，以深入剖析不同空间路径下清洁能源技术的

获取对碳排放的影响的复杂机理（表2）。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以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集

表1   基于 IPC分类体系的清洁能源技术专利识别及占比
Tab. 1   Identification and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patents based on the IPC classification system

可替代能源分类

太阳能

风能

生物燃料

燃料电池

水能

地热能

废弃物能源

非燃烧热能

IPC专利分类类别

F24S、 H02S、 H01L27/142、 H01L31/00、 H01L31/02、 H01L31/0248、 H01L31/04、
H01L31/00、H01L31/02、H01L31/0203、H01L31/0216、H01L31/0224等

F03D、H02K7/18、B63B35/00、E04H12/00、B60K16/00、B60L8/00、B63H13/00

C10B53/02、C10L5/40、C10L9/00、C10L1/02、C10L1/19、C07C67/00、C07C69/00、
C10G、C11C3/10、C11C、C12P7/64、C10L1/182、C12N9/24、C12P7/06等

C10J、C10B53/00、H01M12/00、H01M12/02、H01M12/04、H01M12/06、H01M12/
08、H01M2/00、H01M2/02、H01M2/04、H01M4/86、H01M4/88等

E02B9/08、 F03B13/12、 F03B13/14、 F03B13/16、 F03B13/18、 F03B13/20、 F03B13/
22、F03B13/24、F03B13/26、F03B15/00等

F24T、 F01K、 F24F5/00、 H02N10/00、 F25B30/06、 F03G4/00、 F03G4/02、 F03G4/
04、F03G4/06、F03G7/04

C10L5/42、 C10L5/44、 F23G7/00、 F23G7/10、 C10J3/02、 C10J3/46、 F23B90/00、
F23G5/027、B09B3/00、C21B5/06、D21C11/00、A62D3/02、C02F11/04等

F24T10/00、F24T50/00、F24V30/00、F24V40/00、F24V50/00、F24V40/10、F24D11/
02、F24D15/04、F24D17/02、F24H4/00、F25B30/00等

占比(%)

47.43

4.98

11.92

11.31

0.85

6.53

12.44

0.35

表2   变量说明
Tab. 2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类别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集(X)

控制变量集(CX)

指标

城市碳排放强度(CI)

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集聚规模总量(pin)

本地城市内部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plocal)

本地城际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pgba)

跨区域城际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pdom)

跨国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pint)

经济发展程度(pgdp)

城镇化水平(ur)

产业结构(is)

对外开放度(op)

描述

大湾区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量

大湾区城市清洁能源技术转入总量

大湾区城市清洁能源技术来源于城市内部流

动量占区域总量的比例

大湾区城市清洁能源技术来源于区域内部跨

城流动量占区域总量的比例

大湾区城市清洁能源技术来源于区域外部跨

城流动量占区域总量的比例

大湾区城市清洁能源技术来源于国际其他地

区跨城流动量占区域总量的比例

城市生产总值与总人口比值

城市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与GDP比值

城市对外直接投资(FDI)与GDP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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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规模（pin）来衡量城市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整体集聚水平。其次，用本地城市内部

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plocal）反映城市内部清洁能源技术的集聚程度及其自我供给能
力，为理解清洁能源技术本地化提供重要视角。进一步地，为了探究大湾区区域内部城
市间清洁能源技术的协同与集聚效率，引入本地城际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pgba）反
映大湾区区域内部各城市间技术流动与合作的紧密程度，这是评估区域技术一体化水平
的关键维度。同时，考虑到区域外部技术资源对大湾区城市清洁能源发展的影响，采用
跨区域城际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pdom）用来衡量大湾区城市对区域外部技术资源的
依赖与整合能力，从而揭示跨区域技术合作的动态过程；最后，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本
文还特别关注大湾区城市在国际清洁能源技术合作中的地位与角色，引入跨国清洁能源
技术集聚强度（pint）用来反映大湾区城市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网络中的连接度与合
作潜力，为评估其国际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减排效应提供重要依据。

此外，为了更好刻画一些可能潜在影响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减排效应的复杂因素，本
文设置了一套控制变量集 （CX）。该变量集包括经济发展程度 （pgdp）、城镇化水平
（ur）、产业结构（is）、对外开放度（op） 4个核心因素，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精细且全面的
分析框架，以深入评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碳排放强度的综合影响机制。首先，经济发
展程度（p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实力和清洁能源技术需求及应用的关键指标，通过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具体量化指标来表征，以期理解在不同经济水平下，清洁能源技术
转移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其次，采用城市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作为城镇化水平的量化指标，以全面地评估城市化背景下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减
排效应及其复杂性。再次，采用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
变量，用以分析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在不同产业结构背景下的减排效果及其产业特异性。
最后，采用城市对外直接投资额占GDP比例作为衡量城市对外开放度的量化指标，用于
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如何与地区开放程度相互作用，进而影响
碳排放水平的动态机制。

4   结果与讨论

4.1  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与碳排放变化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在清洁能源技术集聚方面呈现出整体波动上升的特征，碳排放强度呈

现为下降趋势。作为全国清洁能源技术流动较为活跃的典型区域之一，大湾区清洁能源
技术转入量在全国的占比从2010年的28%提升到2022年的35%，显示了其在全国清洁能
源技术市场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其清洁能源技术转入量也从2010

年的102件提升至2022年779件，实现了近7倍的大幅增长，进一步凸显了大湾区在清洁能
源技术领域的强劲活力和吸引能力（图3）。与之对应，2010—2020年间大湾区碳排放强
度变化趋势与其清洁能源技术受让趋势呈现出相反的态势，即碳排放强度波动下降。具
体而言，大湾区的碳排放强度由2010年0.67 t/万元降至2020年0.36 t/万元，降幅达到
44.78%。
4.2  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空间特征
4.2.1  本地转移以城内集散型为主    粤港澳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规模整体呈波动
上升的趋势，转移模式以城内集散型为主。2010—2022年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
量由78件波动增加至487件。实现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大湾区各城市内部清洁能源技术
的转移；相比之下，大湾区区域内部城际间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整体动力略显不足 （图
4a）。具体而言，2010—2014年大湾区本地共转移清洁能源技术639件，其中本地城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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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量与CO2排放强度变化
Fig. 3   Changes in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CO2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2

图4   2010—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演化特征
Fig. 4   Changes in local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wiht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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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技术转移量仅为101件，占大湾区转移总量的15.81%。而2015—2018年大湾区本地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量大规模增长，达到1512件，增幅高达136.62%。相应地，大湾区本地
城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增加至246件，在大湾区转移总量的比例小幅提升，为16.27%。
2019—2022年受疫情影响，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量波动性较大。相较于上一阶段，
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增长幅度有所下滑，仅为30.75%，转移规模增加至1977

件。然而，同期本地城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活跃度整体上有所提升，增加至451件，占
大湾区本地清洁技术转移总量的22.81%。由此可见，随着大湾区城市清洁能源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其在满足部分自给的前提下，开始向大湾区内部其他城市进行技术扩散，
表明大湾区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正逐渐走向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创新的道路。

粤港澳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网络结构整体呈现由深圳单核驱动到深圳—广
州双核心驱动，再到多中心互动的空间演变特征。2010—2014年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
移网络以深圳为核心，形成了单核心模式。深圳作为网络唯一的枢纽，其清洁能源技术
转移量高达304件，占大湾区总量的41.08%。其中，深圳城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为244件，
从大湾区本地获取20件，同时向大湾区其他城市扩散40件。而广州是大湾区区域内部仅
次于深圳的第二大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城市，其技术转移量占大湾区转移总量的20.14%。
2015—2018年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网络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呈现深圳与广州为
双核驱动的转移模式。在此期间，深圳的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增长至540件，但在大湾区总
量的比例有所下滑。相比之下，广州在大湾区区域内部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比例有了大
幅提升，增加至27.25%，与深圳共同形成双核驱动的转移网络结构。而2019—2022年大
湾区内越来越多城市在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区域清洁能源创新协作
中来，城际之间清洁能源技术的转移逐渐活跃。以佛山和东莞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创新中
心逐渐形成。尽管二者的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尚不及深圳与广州，但它们积极参与区域清
洁能源创新，与其他城市共同形成了多中心互动的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网络。具体而
言，佛山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进行的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规模显著增长，由2010—2014年的
20件增加至2019—2022年的107件，其中66件来自大湾区，41件扩散至大湾区。同样地，
东莞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转移清洁能源技术由6件增加至92件，其中向大湾区吸收与扩散各
占46件。这一趋势表明，大湾区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发展逐渐走向多元化和协同创新
的道路。

在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网络中，深圳具有较强的清洁能源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但
广州对大湾区的技术支撑能力更强。城市向区域内部转移的清洁能源技术量占区域转移
总量的比例在一定程度反映城市的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2010—2014年大湾区本
地城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规模整体不高，转移量仅为101件。其中，深圳作为本地清洁能
源技术的主要扩散者，向大湾区内其他城市扩散清洁能源技术40件，其区域清洁能源技
术支撑能力为39.66%。然而，2015—2018年深圳的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被广州赶
超。在此期间，深圳城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量达到419件，但向大湾区其他城市扩散的清
洁能源技术仅为65件，其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下降至26.42%。而与此同时，广州
的城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虽相对较低（348件），但其向区域扩散的技术量赶超深圳（73

件），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由2010—2014年的11.88%提升至2015—2018年的
29.67%，超出了前期在该领域位居首位的深圳。2019—2022年深圳与广州在大湾区内技
术扩散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此期间，深圳的清洁能源技术转移量已增长至711件，但其
向大湾区其他城市扩散的规模仅为100件，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下降至22.17%。此
外，广州的城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增长虽然不及深圳（374件），但其向区域扩散的规模
（183件）却远远超过深圳，使得广州的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以40.58%位居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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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这一变化特征表明，在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方面，广州逐渐崭露头角，成
为大湾区的领军城市。
4.2.2  跨区域转移与本地间转移的差距在缩小    粤港澳大湾区在清洁能源技术转化与应用
上，不仅注重区域内部创新体系的完善，还积极与区域外部城市进行技术互动。随着国
家“双碳”目标的提出与推进，大湾区积极加快推动区域低碳发展，催生了对清洁能源
技术的巨大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大湾区不仅依赖本地的清洁能源技术，还广泛吸收

大量来自区域以外的技术，形成内外联动的技术获取模式（图5a）。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差异系数=(区域内部-区域外部)/区域外部。

图5   2010—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特征
Fig. 5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regional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cities outside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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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洁能源技术集聚角度，2010—2014年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的获取渠道主要来源

于区域内部的创新体系，而跨区域获取清洁能源技术相对较少，仅为230件。此阶段，大

湾区跨区域获取的清洁能源技术与本地间的差距较大，差异系数高达1.78，显示出明显

的内外技术差异。然而，2015—2018年大湾区跨区域获取的清洁能源技术量大幅增加，

达到1056件，较上一阶段增长3.59倍。同时，大湾区跨区域获取的清洁能源技术与本地

间差距逐渐缩小，差异系数降低至0.43。2019—2022年尽管大湾区跨区域获取的清洁能

源技术增速有所放缓（增幅44.31%），但与本地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差异系数降低至

0.30。在此阶段，从技术集聚角度来看，大湾区城市功能类型主要表现为内源型，清洁

能源技术的获取仍以本地为主，但跨区域获取清洁能源技术的规模与本地之间的差距在

缩小（图5c）。这表明大湾区正在实现内外协同的清洁技术获取模式，为推动区域低碳经

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技术支持。

从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对外需求的空间特征来看，其技术需求的供应地域格

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初期阶段，长三角城市群是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需求的主要供应

地。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地域格局发生了演变，京津冀城市群逐渐崭露头角，并超越长

三角城市群，成为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对外需求的最大供应地。2010—2014年大湾区从

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分别获取清洁能源技术44件和51件，这些技术分别占大湾

区清洁能源技术外部需求总量的22.17%、19.13%。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在清洁能

源技术领域的创新和供应能力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向大湾区扩散的清洁能源技术份额进

一步增加至33.43%。与此同时，京津冀城市群向大湾区扩散的清洁能源技术份额略微下

降至18.37%。2018—2022年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对外需求的供应格局发生变化。京津冀

城市群在此阶段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供应能力显著增强，超越长三角城市群成为大湾区

清洁能源技术对外需求的最大供应地，占据大湾区对外清洁能源技术需求总量的39.68%。

与此同时，大湾区从长三角城市群获取的清洁能源技术则略微下降，由2015—2018年的

353件降低至317件，所占份额也由33.43%降低至20.78%。

从清洁能源技术扩散角度，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其跨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规模不断提升。2010—2022年大湾区向外扩散的清洁能源技

术由16件增加至470件，与此同时，其与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扩散的差距在减少。

2010—2014年大湾区跨区域扩散清洁能源技术289件，而同期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扩

散为639件，两者之间差异系数为1.21，显示出一定的内外扩散差异。2015—2018年大湾

区跨区域扩散的清洁能源技术数量进一步增加至678件。然而，与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

术扩散量相比，差异系数仍保持在1.23，表明内外扩散的差异在这个阶段相对稳定。随

着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其对外清洁能源技术支撑能力也在不断提

升。2019—2022年大湾区向区域外部扩散的清洁能源技术相较上一阶段实现了150%的增

长，扩散量至1698件；与区域内部清洁能源技术扩散的差距也显著缩小，差异系数降

至0.16。

从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对外扩散的空间特征来看，其技术扩散的地域范围从东中部

创新水平较高地区的集中式扩散逐渐拓展到西部地区等城市跳跃式扩散。在2010—2014

年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是大湾区技术对外扩散的最大承接地，承接了大湾区33.56%的清

洁能源技术对外扩散份额。而这一比例在2019—2022年期间进一步增加至41.81%，凸显

了其在技术扩散中的重要地位。京津冀城市群则是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对外扩散的次要

承接地。同时，大湾区参与清洁能源技术向外扩散的城市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2010年

初期的深圳、广州、香港、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7个城市，逐渐扩展至除澳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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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域参与。此外，随着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其清洁能源技术扩

散的地域范围也在逐步扩大。2010—2022年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扩散的区域已经从主要

以东中部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拓展至青海省的海西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

河子等城市，显示了其技术服务地域范围的拓展。在对外转移扩散过程中，深圳和广州

是大湾区向外部转移清洁能源技术的核心城市，它们的技术扩散能力和影响力显著。东

莞则紧随其后，也在技术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清洁能源技术对

外支撑能力不可小觑。以佛山、东莞为例，2010—2014年其对外清洁能源技术扩散分别

为9件和12件；而2019—2022年两者的清洁能源技术对外扩散已分别增加至94件和93件，

显示了其在技术扩散方面的显著增长和贡献。

4.2.3  跨国转移规模较低但日趋活跃且多元化    粤港澳大湾区在跨国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方

面的整体规模虽不高，但其转移的活跃度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同时，清洁能源技

术转移网络互动对象也趋于多元化，逐渐形成以香港—深圳为核心的网络组织结构（图

6）。2010—2014年日本、德国和美国是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外需求的主要国际供

应商，它们在此期间向大湾区转移16件清洁能源技术。这一时期，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

主要以转入为主。进入2015—2018年，大湾区跨国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活动逐渐活跃，从

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地吸收清洁能源技术数量增加至41件。同时，大湾区清洁

能源技术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打开“城门”，向国际市场提供清洁能源技

术支撑。这一时期，大湾区共向国际转移19件清洁能源技术，并以香港为唯一枢纽，构

建了面向日本、美国等国的跨国技术扩散网络。2019—2022年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

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以往以日本、美国、德国为核心的清洁能源技术供应网络逐渐向

图6   2010—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转移变化
Fig. 6   Changes in global transfer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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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爱尔兰等地区拓展。然而由于受疫情影响，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扩散影响力有所

下降，向国际转移的清洁能源技术降至2件。

4.3  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减排效应

4.3.1  共线性检验及单位根检验    在模型回归之前，开展共线性诊断。如表3所示，所有

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0.80，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5，说明回归模型的影响因子

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其次，为避免伪回归，对大湾区涉及的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数据是否平稳是

进行回归估计的前提。LLC （Levin, Lin and Chu）检验、IPS （Im, Pesaran and Shin）检

验是目前常用的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68]。在检验结论不一致时，则认为变量为非平稳，

继续进行差分检验，直至平稳。通过一阶差分，所有变量LLC、IPS检验均通过1%的检

验水平，反映研究变量具有平稳性（表4），为一阶单整。进一步对研究涉及的变量进行

数据协整检验，采用KAO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通过1%检验水平，则拒绝无协整性的原假

设，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性，可以纳入计量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3   变量相关系数及方差膨胀因子(VIF)
Tab.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变量

CI

pin

plocal

pgba

pdom

pint

pgdp

ur

is

op

VIF

CI

1.00

-0.57

-0.19

0.25

-0.26

-0.43

-0.83

-0.73

-0.59

0.16

-

pin

1.00

0.33

0.05

0.50

-0.07

0.55

0.58

0.35

-0.13

3.21

plocal

1.00

-0.10

-0.16

-0.28

0.23

0.50

0.00

0.22

2.48

pgba

1.00

-0.16

-0.24

-0.21

-0.16

-0.25

0.19

1.38

pdom

1.00

-0.08

0.17

0.08

0.18

-0.14

1.95

pint

1.00

0.59

0.32

0.65

-0.10

3.49

pgdp

1.00

0.79

0.76

-0.15

4.62

ur

1.00

0.55

0.06

4.55

is

1.00

-0.21

3.54

op

1.00

1.30

表4   基于LLC、IP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 4   Unit root test based on LLC and IPS 

变量

lnCI

lnpin

lnplocal

lnpgba

lnpdom

lnpint

lnpgdp

lnur

lnis

lnop

LLC

截距

-7.04***

-6.79***

-10.62***

-8.98***

-11.07***

-9.72***

-3.82***

-7.04***

-13.20***

-11.57***

截距和趋势

-6.31***

-5.56***

-8.92***

-9.03***

-7.52***

-7.14***

-3.61***

-6.31***

-11.07***

-10.27***

IPS

截距

-6.40***

-6.55***

-11.24***

-8.79***

-9.72***

-9.09***

-2.32***

-6.40***

-10.95***

-11.44***

截距和趋势

-4.81***

-5.44***

-7.81***

-9.66***

-8.13***

-7.19***

-1.36***

-4.81***

-8.10***

-10.42***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水平显著，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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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面板模型前，进一步对计量模型类型进行选择。Hausman检验用于随机效应

以及固定效应的检测，经检测Hausman的统计值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说明建立随机

效应模型的原假设不成立，应采用具有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进一步通过F检验判别

模型是否存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值通过1%的显著水平，即拒绝模

型是混合模型的原假设，应建立具有个体固定效应的模型。

4.3.2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减排效应计量结果    

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碳排放强度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计量结果显示，大湾区

清洁能源技术集聚规模总量每增加1%，将抑

制碳排放强度0.05%的增加（表5）。清洁能源

技术转移对碳减排的影响可以多途径。通过清

洁能源技术的引入，大湾区城市碳排放强度可

以通过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得到有效控制，为实

现区域碳中和目标提供有效途径。

首先，相较于大湾区本地城内的清洁能源
技术转移，大湾区本地以及跨区域城际间的技
术转移展现出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计量分
析结果显示，2010—2020年大湾区本地城市内
部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每增加1%，相应地
会导致碳排放强度降低0.42%；而本地和跨区域城际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度对碳排放强度
的抑制作用分别为-0.58%和-0.52%，并且这些结果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现象可
以归因于知识溢出效应和空间耦合效应的共同作用。城际间的技术转移打破单一城市内
部的知识壁垒，促进了区域间知识和创新资源的流动。这种流动不仅引入了外部新异知
识，同时丰富了区域知识池的多样性，有效避免知识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本地化锁定现
象[38]。随着外部新异知识的引入，区域知识结构得以丰富，激发创新活力，减少同质化
竞争，从而提高清洁技术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外部清洁能源技术的引入往往伴随着
非冗余知识的增益[69]。这些知识与区域内既有的知识体系形成互补，提供新的视角和方
法，有助于本地企业和机构突破传统的技术框架进行创新。因此，这种外部知识的输入，
通过增强区域技术多样性，进一步促进了本地技术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清洁能源领域，
外部技术通过带来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有效缓解大湾区低碳创新资源之间的同质化竞
争和错配问题[23]，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清洁能源技术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技术转入地
的清洁能源技术水平，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

其次，对比不同空间路径城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减排效应发现，大湾区本地城际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碳减排的效果（-0.58%）相对高于跨区域城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
减排效果（-0.52%）。这一细微差别主要可以归因于区域内部技术转移的本地适配性更
强。具体而言，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在技术与本地需求、资源条件、产业结构等方面具
有更高的契合度，更加符合本地的技术发展路径和需求[43]，从而能够较好地融入本地的
创新系统，并实现清洁能源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推广[70]。这种高度契合的技术转移模式有
助于加速清洁能源技术在大湾区区域内部的普及，进而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相比之
下，跨区域引进的清洁能源技术，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先进性，但其在本地化适配
过程中往往面临更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技术适应性、操作和维护的复杂性以及与本地
产业链的兼容性等。这些因素不仅增加了技术应用的难度，还可能导致额外的成本负担，
从而限制外部技术在本地的推广和应用，削弱其对碳减排的贡献。

表5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结果
Tab. 5   Econometric results on the impact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 on CO2 emission intensity

变量类型

核心解释

变量

控制变量

adj R2

变量

lnpin

lnplocal

lnpgba

lnpdom

lnpint

lnpgdp

lnur

lnis

lnop

0.68

系数

-0.05***

-0.42*

-0.58**

-0.52**

0.21

-0.35***

0.04

-0.27***

0.14

t

-4.67

-1.95

-2.10

-1.92

0.93

-6.91

0.03

-3.3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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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跨国技术引进有潜力提供先进的清洁能源方案，但由于规模相对较小，

目前尚未对区域碳排放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计量结果显示，跨国清洁能源技术集聚强

度每增加1%将促进大湾区碳排放强度0.21%的增加，但这一结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一现象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跨国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可能并未完全适应大

湾区本地条件。技术的适应性包括技术对当地资源、经济结果以及政策环境的适应程度。

国际技术在引进后可能面临一系列技术适配问题，从而导致其未能充分发挥降低碳排放

强度的作用。这一点在许多跨国技术转移中都是一个较为常见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或

地区在能源资源、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71]。其次，跨国技

术转移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成本和复杂性，包括技术获取费用、专利使用费、技术适应的

本地化改造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在短期内抵消技术带来的碳减排效益，甚至在某些情况

下导致碳强度的暂时增加[72]。此外，清洁能源技术的实施往往需要新进或升级现有的基

础设施，这不仅增加了经济成本，还可能在初期阶段增加能源消耗，从而导致碳排放的

暂时上升。

综上，粤港澳大湾区本地城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碳减排的正外部性不可忽视。大

湾区在推进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同时，需要强化跨区域联合研发，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协

同、内化并转化为区域各地清洁能源技术内生创新能力，努力实现清洁能源技术从“授

之以鱼”到“授之以渔”转变[73]。

4.3.3  稳健性检验    在进行模型选择过程中，混合效应与随机效应计量结果与本文所采用

的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计量结果的稳健性

（表6）。为进一步验证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碳减排效应，本文参考已有研究[74-75]，

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和缩短窗口期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模型（3）使用碳

排放总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并重新进行计量模型估计。模型（4）考虑到2020年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将样本期调整为2010—2019年，并同样重新进行计量模型估计。

从模型（3）和模型（4）的计量结果可见，尽管部分变量的弹性系数相较表6略有波动，但其

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表5中的计量结果能够较为稳健地反映清洁

能源技术转移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证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为加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2010—

2022年城市清洁能源专利转让数据，剖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大湾区各城市本地、跨区域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lnpin

lnplocal

lnpgba

lnpdom

lnpint

控制变量

adj R2

混合效应

模型(1)

-0.08

-0.39***

-0.48**

-0.12*

0.31*

YES

0.58

随机效应

模型(2)

-0.12*

-0.28**

-0.32**

0.23

0.19

YES

0.56

替换变量：碳排放总量

模型(3)

-0.02*

-0.18**

-0.27

-0.23*

-0.38

YES

0.49

缩短时间窗口：2010—2019年

模型(4)

-0.25***

0.24

-0.43***

-0.37**

0.41*

YES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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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跨国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路径，揭示了该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空间路径的关键特征。

同时，采用STIRPAT模型，进一步探究了这些不同空间路径下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区域

碳减排目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大湾区本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网络中，转移规模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反映区

域内部清洁技术交流的日益活跃。与此同时，转移模式以“城内集散型”为主，而城际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整体动力相对不足，区域内技术流动的外溢效应有限。转移网络结构

则经历了从单核驱动到双核心驱动，再到多中心互动的演化过程。此外，尽管深圳在清

洁能源技术方面表现较高的自主创新能力，但在区域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支撑能力方面后

期不及广州。

（2）大湾区跨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网络中，转移规模与本地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与此同时，转移模式从以集聚为主向对外扩散转变。从跨区域技术转移集散空间格局来

看，大湾区技术对外需求的地域范围由最初主要依赖长三角城市群逐渐转向京津冀城市

群；对外扩散的地域范围从东中部创新水平较高城市逐渐拓展到海西、乌鲁木齐、克拉

玛依等西部城市，呈现从集中式扩散转向跳跃式扩散模式。

（3）大湾区跨国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网络中，尽管整体转移规模相对较低，但其转移

活跃度在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与此同时，转移网络的互动对象更加多元化，逐渐

形成以香港—深圳为核心的网络组织结构。

（4）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受让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本地及跨区

域城际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大湾区的减排效应更显著，而国际引进清洁能源技术对大湾

区碳排放强度影响尚不显著。

5.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从构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共同体、加强跨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转

化以及完善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生态系统3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

（1）加快构建多层次、开放型的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共同体。积极推进

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清洁能源技术中心建设，并注重提升其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

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转化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广州、佛山、东莞、中山等为核心节点，

打造多个区域性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中心，强化这些区域中心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方面的

辐射能力，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充分利用深圳、香港国际开放功能，加强粤港澳大湾

区与国际开展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相关的合作，推进深港国际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网络枢纽

城市建设，并持续做好国际先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引进和本地化适应工作。

（2）积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区域清洁能源技术转移转化。鼓励开展跨区域、

跨领域、跨学科的关键清洁能源技术攻关，协同布局绿色清洁能源技术科技创新重大项

目和攻关计划。特别关注提升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向西部地区转移转化，增强深圳、广

州等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资源丰富地区对新疆、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城市清洁能源技术

转移和转化能力，帮助西部地区摆脱发展上的“技术锁定”和转型上的“高碳锁定”。

（3）着力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合作生态系统。紧密围绕清洁能源技

术创新合作需求，深化大湾区清洁能源技术共享平台建设，共建跨区域的清洁能源技术

创新合作平台，形成“国家实验室—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的全方位清洁能源

创新合作网络。建立和完善清洁能源资源共享服务机构联盟、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联盟、

清洁能源技术市场联盟，深化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跨区域交流协作，推动清洁能源技术

创新资源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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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对不同空间路径下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的特征及其碳减排效应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探索，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的分析主要依赖于清洁能源
专利数据与碳排放数据，然而，碳排放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技术转移虽
然是重要的推动力，但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能源结构的变化、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
政策环境的变化都可能对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未能充分纳入这些因素，因此在解
释技术转移对碳减排的贡献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考虑更多地整合能源
政策、消费模式变化等多维度数据，以便更全面地评估清洁能源技术转移对碳减排的真
实影响。其次，本文使用的专利数据主要聚焦于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而CEADs提供的碳
排放数据涵盖全领域碳排放，包括多个方面，其中许多排放内容与清洁能源技术无直接
关联。这种数据的广泛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碳排放数据，特别是针对清洁能源技术直接
相关的排放数据，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此外，本文在碳减排来源及各部门减
排作用范围的明确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清洁能源技术的碳减排来源具有多样性，其
对不同部门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在工业、交通、建筑和电
力等部门产生的减排效果并不相同。如在工业部门，清洁能源技术通常通过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和替代高排放能源来实现减排；在交通部门，则通过电气化、使用清洁燃料等方
式来降低排放；而在建筑部门，主要通过改进建筑能效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来减少
碳排放。本文由于数据的广泛性，未能对这些不同部门的减排效应进行精细化区分，这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清洁能源技术实际减排贡献的理解和评估。因此，未来的研究
应进一步细化清洁技术的碳减排来源，并结合各部门的碳排放特征，明确其对各部门的
具体减排贡献，确保对清洁能源技术减排效应的理解更加准确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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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cing the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is a pivotal 
strategy for addressing energy-related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llenges.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 major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hub in China, 
possesses substantial potential in facilitating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local,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within the GBA, based on patent transfer data 
from 2010 to 2022. Furthermore, the study employs the STIRPAT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mode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se 
transfers on the region's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scale of local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within the GBA exhibit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predominantly following an "intra-city hub-and-spoke" model. The transfer 
network has evolved from a single-core to a dual-core and, eventually, to a multi-center 
configuration. (2) Interregional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are increasingly active, 
narrowing the gap with local transfers. The transfer model has shifted from concentration to 
diffusion, with external demand transitioning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outward diffusion has expanded from innovation-
intensive citi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o western cities such as Haixi, Urumqi, and 
Karamay. (3)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remains relatively 
small, but its activit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ith the Hong Kong-Shenzhen core network 
engaging with a more diverse array of partners. (4)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 has had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GBA, particularly through local and 
interregional intercity transfers, whil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is 
not ye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spatial pathways, characteristics,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mpacts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ransfers in the GBA,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formulating regional low-carbon policies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Keywords: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echnology transfers; spatial pathways;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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